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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式网络传播与个体赋权:
基于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网民的考察

邓　 倩

摘　 要:立足赋权理论视角,通过针对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网民个体的问卷调查,呈现了

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网民的个体赋权现状,阐述并检验了参与式网络传播行为对个体赋权的

影响。 研究表明:网民个体自我、人际和社会参与三层次的赋权程度呈逐层弱化分布,不同

社会经济地位网民个体自我层次的赋权程度有显著差异。 互联网使用强度和网络内容生

产意愿对网民自我、人际和社会参与三层次个体赋权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不同的互联网

使用需求偏好、信息处理方式和网络内容生产偏好对网民个体三层次赋权程度的影响有所

差异。 参与式网络传播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网民个体的赋权状态,且社会个体赋权依

然受制于社会结构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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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互联网深刻影响着人们日常社会生活的变迁,传播与权力关系显现出逐步向日常生活转向的趋

势。 强调以“人的发展”为目标的广泛的社会参与,去组织化、去中心化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常态。 曼

纽尔·卡斯特尔斯(Manuel Castells,2001)认为,网络传播空间权力变化的核心围绕“分权”展开。 对

社会个体而言,分权表现为网络化的个人主义成为社交的新模式,建立在个人生活方式之上的个人

自治成为更多人的愿望。[1]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赋权理论引入传播学领域以来,围绕赋权的传播实践

与研究成为传播学的一项重要议题,学者们多基于针对女性、少数族裔、社会中下阶层等相对弱势群

体的参与式传播发展项目展开研究。 伴随网络传播的繁荣,互联网技术本身及其传播形态所带有的

赋权特质日益彰显,逐渐吸引了赋权实践者与研究者的注意力。
国外学界近年出现了一系列关于互联网与赋权的实证研究成果,大多穿插于身份认同、社会工

作、数字鸿沟等研究主题。[2-4]这类研究将重心安放在考察互联网对某一特定弱势群体的赋权过程与

结果的影响上,基于个案探寻某一特定群体是怎样运用互联网实现赋权的。 它们继承了传统赋权理

论的核心理念,综合运用了多样化研究方法,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借鉴。 近年,互联网传播赋权研究及

实践行动在中国社会现实情境中也逐步拓展与深化。 然而,国内已有研究于互联网与赋权关系时有

论及,但宽泛的应然式讨论居多。 仅有少数实证研究将网络传播实践纳入赋权理论或其分析框架之

中考察,以“蚁族”、稀有血型群体、农民工的赋权实践为切入点,分析其生存现状及网络传播对赋权

的可能影响,对中国特有情景下技术、制度和人三者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深入剖析。[5-7] 面向互联网

时代,探析各类群体如何借助互联网重组或建立社会关系网络以形成社会支持体系、如何通过线上



和线下的社会参与形塑社会归属感等一系列与传播赋权相关的议题,具有深远的学术意义。
传播学领域的赋权研究隶属于发展传播学范畴,致力于传播与人、社会发展的关系探讨。 20 世

纪 70 年代以来,面对发展中国家发展传播理论与实践的困境,参与式发展在现代化范式遭遇诸多批

判之后逐渐成为发展传播学的主流理论取向。 参与式范式将发展视为一个多元和辩证的过程,强调

公众在发展过程中的充分参与。 同时,突出传播在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认为建立在公众参与、共享和

对话基础上的传播能诱发社会内部的发展动力。 在中国社会转型期和互联网时代的双重宏观背景

下,开放、互动与共享的互联网极大地丰富了参与式传播体验,也成为社会公众利益表达并寻求发展

的重要平台。 在参与式发展理论视阈下,本研究将中国网民个体的赋权实践视为一个渐进式的过

程,以参与式网络传播为途径,个体赋权为结果。 借助实证数据呈现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网民个体赋

权状态及差异,洞悉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网民的参与式网络传播行为与个体赋权间的互动关系。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问题

(一)个体赋权的内涵和层次:自我、人际与社会参与

赋权思想始于受压迫民族或群体意识的觉醒,植根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社会工作学以及 70 年代

兴起的西方社会自助运动。 赋权是一个宽泛、复杂且多层次的概念体系,于不同学科领域,其内涵和

适用层面均有所差异。 检视西方诸位学者的赋权界定,他们大致从个体心理和社会关系两个维度来

认识赋权,将赋权分为动机性概念和关系性概念。[8]通过对不同学科既有赋权定义的系统爬梳,笔者

认为赋权既是社会个体为改变自身生存发展困境的心理“赋能”,是一种作为过程的结果而呈现的被

赋能状态,也是一个动态的社会资源或权力共享过程。 赋权是一种能力赋予,也是一种关系赋予,是
个体与社会、心理与行为的双向互动,是试图调整和改善权能缺失现状的多样化实践行动。 赋权的

价值存在于力图改变失能或失权现状的动力之中,它引导个人、群体或社区抱持乐观的态度,积极参

与社会并用实际行动来改变自身的不利处境,提升自身的能力和权力,从而使整个社会权力结构更

趋合理、平衡。
参与式行为是赋权实践的核心,赋权不仅表现为从无权到有权、从少权到多权的线性变化,也是

一个跨层次、立体化进程。 赋权行为涉及多个层次,朱利安·莱帕波特、齐默曼等将赋权过程和结果

分为个体、组织和社区三个层面。 个体层面指在特定条件下获得控制权以及动员社会资源的技能,
组织层面指组织关系网络的发展、组织的成长以及政策均衡等,社区层面指组织联盟、社区资源发展

等多元化趋向,其中个体层面的心理赋权( 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是基础目标。[9] 帕森斯从个

人、人际、社区三个层面来解读赋权:个人层面主要涉及个人自尊和自信的增长,赋权是重新唤起边

缘人群对自身能力的自信和重建自尊的过程;人际层面体现为大胆说出自己的观点,拥有批判性思

考的能力;社区层面赋权意味着在社区的公共事务和政治决策过程中扮演积极的角色。[10] 结合已有

研究和具体研究实际,本研究着力于探讨网民个体的赋权,将个体赋权区分为三个层次来考量,即自

我、人际和社会参与。
心理赋权与自我效能理论有深厚的理论渊源。 自我效能感是由个人认知形成的对自我实施某

一行为能力的主观推测和评估,其受到直接经验、替代经验、言语劝说和意识唤醒等因素的影响。[11]

心理赋权则是人们通过在知识、能力和适应性等方面所具备的自我效能信念,来改变他们能够施加

影响的某些生存与发展的现状。 齐默曼认为心理赋权包括个人关于自身能力的效能信念、施加控制

的欲望以及对社会政治环境的理解,指出心理赋权包括个人内心要素( Intrapersonal component)、相互

作用要素( interactional component)和行为要素( behavioral component)。[12] 人际层次赋权强调社会个

体对周围社会交往环境的理解,涉及网民个体与他人交际的态度和能力。 社会参与的核心指向是社

会个体自愿对公共生活的关注和参与。 笔者认为个体赋权社会参与层次表现为网民个体作为社会

成员实施相关社会参与行为,应当涵盖公共议题信息的获取与分享,针对公共议题自愿、公开地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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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参加各类社会组织及其活动等内容。
本研究试图衡量网民个体自我、人际和社会参与三个层次的赋权程度以呈现其赋权现状。 参与

式发展理念认为要谋求发展首先应认识到不同对象之间的差异性,社会学研究显示社会资源的分布

呈现出较明显的阶层分化现象。 要深入探讨互联网传播对中国社会网民个体赋权的影响,不能忽视

社会结构性因素,必须注意到不同社会阶层网民互联网使用与个体赋权的各自形态。 本研究并未将

网民视为统一的整体,而选择导入社会阶层这一研究维度,着眼于展示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网民个体

赋权的形态差异。
研究问题 1:网民个体自我、人际和社会参与三个层次的赋权状况如何? 是否因网民社会经济地

位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
(二)互联网使用对个体赋权的影响

赋权是一个互动的社会进程,伴随着信息沟通活动,与人类基本的传播行为关系紧密。 传播学

者罗杰斯指出:“对话是赋权过程的基础构成,社会个体通过彼此间的对话来获取信念,促进相互认

同感、社会变革力量感的形成。” [13]网络传播技术在全球范围广泛普及,信息与知识的再分配意味着

社会权力资源的重新分配。 在互联网时代,个体赋权过程内化于参与式网络传播实践之中,参与式

网络传播行为与个体赋权的关系日益密切。 参与式网络传播的“参与”实质上是强调来自社会各个

阶层的网民个体积极加入互联网接入、使用、内容生产等网络传播实践之中,鼓励其在媒介化社会的

公共空间中表达,聚焦传播参与者和外部社会力量的双向互动。 参与式网络传播行为对社会个体赋

权到底有何影响? 互联网逐渐彰显的赋权效应引发了学者高度兴趣,研究者们从不同切入点提出各

自的思考,形成了两派略显差异的观点。
大多数学者正面肯定互联网所具有的传播特质促进了个体赋权。 有学者围绕低收入家庭、性少

数群体、非裔女性三个个案解析边缘人群如何借助互联网表达自我身份并重组或建立自身新的社会

关系网络以形成社会支持体系。[2]有研究解析了互联网价值期望、对互联网的态度、互联网使用行为

类型等自变量对职业女性心理赋权的可能影响。 研究发现对互联网价值的认同、使用互联网的积极

态度、较多使用电子邮件是加强职业女性心理赋权的重要因素。[14] 还有研究通过对 798 位互联网使

用者的电话问卷调查,发现了使用者的网络内容满意度、线下公民参与的态度和行为均对其心理赋

权有正向强化效应。[15]另有一部分学者对互联网的赋权价值持保守甚至质疑态度,他们认为互联网

传播分享了传播权力,但并不能促进个体赋权,且可能对某些特定对象减权。 如有研究以互联网养

老金信息为切入点,揭示了虽然互联网用户感觉到被赋予了权力,但互联网平台上用户信息需求和

相关信息提供者之间的鸿沟依然存在。 由于知识沟的存在,互联网赋权无法成为全民的有效赋权,
并可能导致有限阶层的赋权和权能滥用等新问题。[16]

本研究致力于网民个体参与式网络传播行为与个体赋权间的互动关系,首先试图探寻互联网使

用行为对网民个体权能的影响。 互联网使用与依赖是互联网传播技术发挥其社会工具性价值的基

础,互联网使用强度和依赖程度是评价网络传播参与度的基础性指标。 心理学认为个体的媒介使用

来源于某一内在动机,个体内在需求与动机是开展参与式网络传播行为的最本源动力。 由此推论,
网民个体出于内在需求与动机对使用类型进行自由的选择,其互联网使用行为会反映出可能对传播

赋权产生不同影响的使用偏好。 同时,认知行为研究提出社会个体在接触某一信息时常常表现出富

有差异的认知和处理行为特征。 网民个体面对互联网信息的不同认知和处理策略可能会对其赋权

状况带来不同影响。 基于既有研究,笔者关注网民个体互联网使用行为的强度、依赖度、偏好与互联

网信息处理方式四个要素,并提出如下研究问题:
研究问题 2-1:网民个体互联网使用强度和依赖度,是否对其自我、人际和社会参与三个层次的

赋权状况有显著影响? 若存在影响,影响方向是正向抑或负向?
研究问题 2-2:网民个体不同类型的互联网使用偏好与信息处理方式,是否对其自我、人际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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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参与三个层次的赋权状况有显著影响? 若存在影响,这种影响是否因类型不同而存在差异?
(三)网络内容生产行为对个体赋权的影响

Web2． 0 凭借开放性和交互性将不同个体、组织聚集并进行分享协作,使信息传播更依赖于用户

参与、创造和主导。 随着 web2． 0 的兴起,进行网络内容生产的网民数量激增,网民经历了从“被动接

受者”到“信息反馈者”再到“主动生产者”的角色转变。 自愿发生的创作、发布与共享的用户内容生

产,成为一种参与性更突出的、深层次的网络传播行为。 由此,笔者选取了参与度和互动性凸显的网

络内容生产作为参与式网络传播行为的另一个重要观测面向。
有研究表明网民个体作为积极的内容生产者,投入于自我展示、意见表达与互动分享,其心理赋

权程度相对偏高。[17] SNS 平台让社会个体线上和线下的人际交往融为一体,丰富和扩展了参与传播

者的人际网络。 SNS 网站使用强度越大,越有助于其人际交往广度和深度的提升,网络内容生产强

度对大学生人际关系的维系与加深有显著正向影响效应,[18] 此外,学者们也逐渐注意到多样化的网

络内容生产行为作为潜在的促进因素对社会参与的影响。 有研究显示社交型、信息型网络内容生产

在一定程度上能积累在线社会资本,有效推进互联网用户的社会参与行动力,而娱乐型内容生产对

构建在线社会资本有消极影响。 网民个体是否以及如何进行网络内容生产将作用于社会公共参与

体系的形成,赋权意义深远[19] 。 由此,考察网络内容生产行为与网民个体赋权的有机勾连具有重要

价值。 本文聚焦网络内容生产行为的意愿、强度和偏好,进一步提出以下研究问题:
研究问题 3-1:网民个体网络内容生产的意愿和强度,是否对其自我、人际和社会参与三个层次

的赋权状况有显著影响? 若存在影响,影响方向是正向抑或负向?
研究问题 3-2:网民个体不同类型的网络内容生产偏好,是否对其自我、人际和社会参与三个层

次的赋权状况有显著影响? 若存在影响,这种影响是否因类型不同而存在差异?

三、研究设计

(一)调查方式

数据显示,中国大陆网民中低学历人群和低收入人群所占比例有扩大趋势,总体属性上呈现低

学历、低收入倾向。 研究选取中国大陆网民个体为研究对象,将其视为赋权的对象及主体,并采用国

际通用“半年内使用过互联网的 6 周岁及以上公民”这一网民界定。[20] 本研究数据来自一项围绕中

国大陆网民的问卷调查,以第 31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网民职业构成数据为参照,运
用职业配额抽样和滚雪球抽样①,将网络在线调查与长沙、武汉、大连、深圳、广州、兰州、南京的问卷

面访相结合。 在剔除无效问卷后,共计获得有效问卷 766 份(n = 766),回收有效率为 95． 7% 。
就性别而言,男性 421 人,占比 54． 9% ;女性 345 人,占比 45． 1% 。 这反映本研究样本男女比例

较为均衡。 就年龄而言,研究样本调查群体的平均年龄为 24． 08 岁,标准差为 8． 54。 在调查人群中

年龄最小的是 10 岁,年龄最长者 78 岁。 就学历而言,本次调查样本的分布情况是:初中及以下 173
人,占比 22． 6% ;高中或专科 235 人,占比 30． 7% ;大学本科 232 人,占比 30． 3% ;研究生及以上 126
人,占比 16． 4% 。 为了使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本研究尽力使调查样本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和

职业等基本符合中国大陆网民总体人口属性结构。
(二)变量测量

网民个体赋权状况。 从文献回顾可知,网民个体赋权涵盖自我、人际和社会参与三个层次。 自

我层次关注网民个体的心理赋权,国内外研究发展出一系列相对成熟的心理赋权测量工具,其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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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依据第 31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发布的中国网民职业构成数据,笔者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领导干部和一般职
员合并,企业 / 公司管理者、一般职员、商业服务业职工和制造生产型企业工人合并;将中国网民职业操作化归纳为 10 类,各自比例
是:学生(25． 1% )、党政机关 / 事业单位员工(4． 7% )、企业 / 公司员工、产业工人(21． 1% )、专业技术人员 / 教师(8． 1% )、个体户 / 自
由职业者(18． 1% )、农民(5． 5% )、农村外出务工人员(3． 5% )、退休(2． 3% )、无业 / 失业 / 下岗(9． 8% )、其他(1． 8% ),确保 800 个
样本中各职业子群体所占比例与中国网民总体相同。



普赖策(GM. Spreitzer)编制的心理赋权量表( 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 Scale,PES) [21] 运用较为广

泛。 本文在参考既有心理赋权量表基础上,结合半结构访谈确定了网民个体心理赋权量表,侧重从

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能力感(perceived competence)和控制欲( desire for control)三个维度测量

心理赋权状况。 包含 9 个陈述题项,均采用李克特 5 级量表形式(1 =很不符合,5 =很符合)。 信度分

析显示该量表 Cronbach’ s α 系数为 0． 840,信度良好。 通过 KMO 检验(KMO = 0． 868)和巴特利特

球体检验(χ2 = 588． 53,df = 36,p<0． 001)可知,各题项具有较强的相关关系,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采

用方差最大旋转法和主成分分析法,9 个题项可析出 2 个因子,分别命名为:“自我效能感与能力感”
和“控制欲”,总共可解释 58． 01%的方差。 没有一个题项因因子载荷过低而被剔除,说明量表构造

效度良好。
人际层次赋权聚焦网民个体的人际交往状况。 笔者结合中国社会日常生活实际,借鉴 IES 量表

( Interactional Empowerment Scale)等相关研究成果,设计了包含人际网络的容量、人际网络的多样性、
人际交往的认知三个指标的人际赋权量表。 共 6 个题项,均采用从 1 到 5 李克特量表(1 =很不符合,
5 =很符合)。 通过 KMO 检验(KMO = 0． 755)和巴特利特球体检验(χ2 = 232． 42,df = 15,p<0． 001)
可知,各题项具有较强的相关关系,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采用方差最大旋转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发现

6 个题项包含 2 个因子,分别命名为:“人际网络的容量” 和 “人际网络的多样性”,总共可解释

47． 75%的方差。
社会参与层次赋权以过去半年内网民个体通过自我表达或实际行动改变自身或社会现状的强

度来评估其社会参与行为水平,所有 6 个题项均采用从 1 到 5 李克特量表(1 =从不,5 =很多)。 通过

KMO 检验(KMO = 0． 793)和巴特利特球体检验(χ2 = 327． 42,df = 15,p<0． 001)可知,各题项具有较

强的相关关系,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采用方差最大旋转法和主成分分析法,6 个题项可析出 2 个因

子,分别命名为“言论参与”和“行动参与”,总共可解释 78． 37%的方差。
互联网使用行为具体考察互联网使用强度、依赖度、偏好和信息处理方式。 以互联网使用绝对

时间来把握网民个体的互联网接触使用强度,统计显示网民个体每天使用互联网的平均时长为 3． 89
小时。 互联网依赖程度测量通过“多长时间不使用互联网,您会觉得生活中少了些什么?”这一题项

实现。 28． 7%网民表示日常生活中每天都离不开互联网,具有形成互联网重度依赖可能性;仅有

17． 2%的网民对互联网尚不存在依赖现象。 参照“使用与满足”理论及相关研究成果,笔者将网民个

体的互联网使用需求主要归纳为 6 种:获取资讯、满足个人学习或职业发展、娱乐消遣或满足个人爱

好、自我展示和表达个人意见、实现社会人际交往、商务与消费。 通过考察使用互联网满足不同需求

的程度来判断网民个体的互联网使用偏好(采用五级量表测量,1 = 从不,5 = 很多,Cronbach’ s α =
0． 780)。 互联网信息处理方式源于媒介信息处理,指受众在处理接触到的媒介信息时所采取的一系

列认知策略。 媒介信息处理研究认为媒介信息处理方式是多样的,如选择性浏览,积极接受和整合

反思等。 本文将互联网信息处理方式操作化为网民个体对所接触的互联网信息主动认知与解读的

一系列策略,将其划分为四种不同方式:思考、存疑、拒绝与核实(采用五级量表测量,1 =很不符合,5
=很符合,Cronbach’ s α = 0． 760)。

网络内容生产行为主要考量网民网络内容生产的意愿、强度和偏好。 将网络内容生产意愿操作

化定义为:网民个体自主运用互联网平台生产网络信息内容的意向程度。 采用 5 级李克特量表形式

(1 =很不符合,5 =很符合),包含 4 个题项:“若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突发状况会主动在互联网发布信

息”“如果个人权益受到损害会借助互联网投诉” “在互联网上会积极参与自己关注或感兴趣话题的

讨论”“若身边出现不认同的现象会利用互联网表达自己的想法”。 通过信度分析得出该量表 Cron-
bach’ s α 系数为 0． 790。 笔者仍通过每天在互联网平台上内容生产所花费的绝对时间来把握网民个

体的网络内容生产强度。 同时,从不同类型需求的满足程度来判断网民个体的网络内容生产偏好。
借鉴国内外网络内容生产的动机与需求研究,将网民内容生产需求偏好归类为以下 6 种:信息与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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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共享、社交沟通、娱乐消遣、自我表达与展示、商务消费、个体维权与社会参与(采用五级量表测量,
1 =从不,5 =很多,Cronbach’ s α = 0. 720)。

社会经济地位。 社会学家韦伯指出社会阶层包含了社会成员的能力与声望(社会地位)、权力

(政治地位)、财富与人生机会(经济地位)等要素,三者紧密相连且互相转换。[22] 社会学领域通常使

用社会经济地位来描述社会成员之间的客观阶层差异。 鉴于此,本研究以职业类型①、教育水平和家

庭人均月收入 3 个人口学变量来区分网民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

四、数据分析

(一)网民个体赋权程度的社会分层差异

图 1　 网民个体三层次赋权程度的均值比较

个体赋权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包括自我、人际和

社会参与三层次。 本文在参考国内外个体赋权测量工

具的基础上,分别从自我效能感、能力感和控制欲,人
际网络的容量、多样性和人际交往认知,以及言论和行

动方面的社会参与行为维度考量了网民的个体赋权状

况。 从三个层次赋权程度来看,网民个体自我心理赋

权程度最高(M = 3． 61,SD = 5),其次是人际层面的赋

权(M= 3． 26,SD= 2． 58),社会参与层面的赋权程度最

低(M= 2． 82,SD= 4． 52)。 通过独立样本 T 检验发现,
心理赋权、人际交往和社会参与行为两两之间的差异

皆具有显著性( p<0． 001)。 说明网民个体的自我、人
际到社会参与赋权状况逐层降低,在社会参与层次的正面认知和积极行动力相对偏低。

不同社会经济地位指标三层次赋权程度的均值比较与方差分析表明,不同教育水平网民个体的

自我(F= 3． 75,p<0． 01)、人际(F= 1． 68,p<0． 05)和社会参与层次(F = 11． 73,p<0． 001)赋权状况存

在显著差异。 随着教育水平从初中及以下到博士研究生,网民个体自我、人际和社会参与层次赋权

程度依此递增。 同时,不同家庭人均月收入网民个体的自我( F = 2． 73,p<0． 01)和人际层次( F =
2． 01,p<0． 05)赋权状况存在显著差异,但社会参与层次赋权差异不显著。 网民个体的家庭人均月

收入越高,其自我和人际层次赋权程度均值越高。 此外,不同职业类型网民个体的自我层次赋权程

度存在显著差异(F= 1． 69,p<0． 01)。

表 1　 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网民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

社会经济地位 自我层次赋权(M) 人际层次赋权(M) 社会参与层次赋权(M)

教育水平

初中及以下 3. 15 3. 21 1. 50

高中 /专科 3. 51 3. 28 2. 62

大学本科 3. 61 3. 36 2. 85

硕士研究生 3. 63 3. 38 2. 89

博士研究生 3. 88 3. 41 3. 34

F 值 3. 75 ** 1. 68 * 11. 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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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针对职业类型这一变量,笔者综合了 EGP 阶层模式(EGP class schema)和第 31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的网民
职业,将职业类型划分为“学生”“高级服务阶层”“工人阶层”“低级服务阶层”与“农民及其他阶层”5 类。 其中“高级服务阶层”对应
党政机关 / 事业单位员工、专业技术人员 / 教师,“工人阶层”对应企业 / 公司员工、产业工人,“低级服务阶层”对应个体户 / 自由职业
者、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农民及其他阶层”对应农民、退休、无业 / 失业 / 下岗和从事其他职业者。



续表 1

社会经济地位 自我层次赋权(M) 人际层次赋权(M) 社会参与层次赋权(M)

家庭人均月收入

1000 元以下 3. 53 3. 16 2. 79

1000-3000 元 3. 58 3. 22 2. 76

3001-5000 元 3. 59 3. 25 2. 83

5001-7000 元 3. 63 3. 26 2. 87

7000 元以上 3. 73 3. 34 2. 89

F 值 2. 73 ** 2. 01 * 0. 77

职业类型

学生 3. 63 3. 27 2. 85

农民及其他 3. 54 3. 23 2. 66

工人 3. 62 3. 24 2. 79

低级服务业 3. 48 3. 13 2. 73

高级服务业 3. 58 3. 29 3. 05

F 值 1. 69 ** 0. 77 1. 61

(二)网民互联网使用行为的个体赋权效应

本研究通过多元分层回归分析首先检验互联网使用行为对网民个体自我、人际和社会参与三层次赋

权的影响机制,将互联网使用行为各变量分别与自我、人际和社会参与三层次赋权的各因子做了独

立的回归方程。 每个回归模型中均放置了人口统计学控制变量,得到了 6 个独立的模型,详见表 2。

表 2　 多元分层回归:互联网使用行为对网民个体赋权的影响

网民个体赋权程度

心理赋权 人际交往 社会参与

模型 1a 模型 1b 模型 2a 模型 2b 模型 3a 模型 3b

人口学变量

　 性别 0. 067 -0. 080 0. 003 0. 071 0. 005 0. 115

　 年龄 -0. 009 -0. 081 -0. 042 0. 017 0. 038 0. 026

　 教育水平 0. 059 ** 0. 070 ** 0. 063 * 0. 042 * 0. 014 * 0. 034 **

　 职业 0. 005 0. 067 0. 054 0. 008 0. 003 0. 086

　 家庭人均月收入 0. 005 * 0. 148 ** 0. 063 * 0. 074 * 0. 044 0. 021

互联网使用强度 0. 080 * 0. 037 * 0. 110 * 0. 041 * 0. 023 * 0. 005 *

互联网依赖度 -0. 004 -0. 071 -0. 079 -0. 019 -0. 148 -0. 016

使用需求偏好

　 获取信息 0. 151 *** 0. 081 * 0. 143 ** 0. 054 * 0. 021 * 0. 149 ***

　 个人发展 0. 155 *** 0. 055 * 0. 012 0. 005 0. 057 0. 027

　 娱乐消遣 -0. 048 *** -0. 009 * -0. 029 * -0. 016 * -0. 093 * -0. 062 *

　 自我展示与表达 0. 147 0. 109 0. 060 0. 056 0. 239 *** 0. 135 ***

　 社会交往 0. 067 * 0. 178 *** 0. 096 0. 004 0. 169 *** 0. 071

　 商务与消费 0. 059 0. 080 0. 063 0. 005 0. 016 0. 100

·23· 　 2018 年第 3 期



续表 2

网民个体赋权程度

心理赋权 人际交往 社会参与

模型 1a 模型 1b 模型 2a 模型 2b 模型 3a 模型 3b

信息处理方式

　 思考型 0. 061 * 0. 075 * -0. 062 0. 035 0. 015 0. 071

　 存疑型 0. 005 0. 155 ** 0. 062 0. 020 0. 113 0. 102 **

　 拒绝型 0. 204 ** 0. 064 * 0. 022 0. 008 0. 178 -0. 103

　 核实型 0. 060 0. 014 0. 148 *** 0. 036 0. 016 0. 030

Adjust R2 总和 0. 279 0. 221 0. 129 0. 030 0. 231 0. 322

　 　 注:a. 表内数字为标准化回归系数,N= 766;b. *p<0. 05,**p<0. 01,***p<0. 001。

首先,就人口统计学变量而言,教育水平对网民个体自我、人际和社会参与层次的赋权均产生了

正面显著影响,即教育水平越高的网民其三个层次的个体赋权程度越高。 性别对网民个体社会参与

层次赋权两个因子有显著影响,男性比女性网民更热衷于参与社会公共活动。 同时,家庭人均月收

入越高的网民其自我和人际层次个体赋权程度越强。
将回归模型中的自变量互联网使用行为细化为互联网使用强度与依赖度、使用需求偏好、信息

处理方式三个维度,并分别检验其对网民个体自我、人际和社会参与层面赋权状态各因子的影响。
经共线性诊断,未发现各自变量间有严重的共线性问题。 对互联网使用强度而言,在控制了人口统

计学变量后,网民互联网的使用强度对其自我、人际和社会参与三层次个体赋权各因子均产生了显

著正向影响(p<0． 05)。 然而,互联网依赖度对心理赋权、人际交往状态和社会参与行为的负面影响

效应均不显著(p>0． 05)。
其次,在控制了人口统计变量、互联网使用强度和依赖度变量后,网民的 6 类互联网使用需求偏

好对三个层次个体赋权的影响有所差异。 总体而言,获取信息需求偏好对自我、人际和社会参与赋

权各因子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娱乐消遣偏好对网民三层次个体赋权各因子都有显著反向影响。 此

外,模型 1a、1b 显示个人发展和社会交往偏好能正向预测网民心理赋权层次“自我效能感与能力感”
和“控制欲”2 个因子。 模型 3a、3b 反映自我展示与表达、社会交往偏好对网民个体社会参与层次赋

权有显著正向效应(p<0． 001)。
最后,在四种互联网信息处理方式中,思考型、存疑型和拒绝型三种信息处理方式能显著正向预

测网民个体的心理赋权。 “核实型”信息处理方式对人际层次赋权的“人际网络的容量”因子有显著

正向影响(β = 0． 148,p<0． 001),“存疑型”对社会参与层次赋权的“行动参与”因子有显著正向影响

(β = 0． 102,p<0． 01)。
(三)网络内容生产行为对网民个体赋权的影响

将网络内容生产意愿、强度和偏好作为自变量,自我、人际和社会参与三层次赋权各因子分别作

为因变量,通过分层线性回归分析检视网络内容生产行为对个体赋权的影响,详见表 3。 经共线性诊

断,发现自变量间不存在共线性问题。 数据显示,在控制了人口统计学变量后,网络内容生产意愿对

网民个体自我、人际和社会参与层次赋权各因子均有显著正向影响效应,网络内容生产强度对三个

层次赋权都不具预测力(p>0． 05)。 在控制了人口统计学变量、网络内容生产意愿和强度变量后,不
同的网络内容生产偏好对网民个体赋权产生了差异性影响。 网络内容生产的信息与知识共享、社交

沟通偏好能正向预测自我、人际和社会参与三层次赋权程度。 然而,娱乐消遣偏好则对三个层次赋

权各因子均有反向影响。 此外,模型 1a、1b 显示自我表达与展示、个体维权与社会参与网络内容生

产偏好对网民个体心理赋权层次“自我效能感与能力感”和“控制欲”2 个因子有正向影响效应。 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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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3a、3b 反映自我表达与展示、商务消费、个体维权与社会参与的网络内容生产偏好越强,网民个体

社会参与层次赋权程度越高。

表 3　 多元分层回归:网络内容生产行为对网民个体赋权的影响

网民个体赋权程度

心理赋权 人际交往 社会参与

模型 1a 模型 1b 模型 2a 模型 2b 模型 3a 模型 3b

人口学变量

　 性别 -0. 048 0. 111 0. 003 0. 071 0. 081 * 0. 151 ***

　 年龄 -0. 009 0. 077 -0. 039 0. 017 0. 030 0. 021

　 教育程度 0. 059 ** 0. 013 ** 0. 063 * 0. 042 * 0. 014 * 0. 067 **

　 职业 0. 005 0. 018 0. 054 0. 008 0. 003 0. 058

　 家庭人均月收入 0. 005 * 0. 152 ** 0. 078 * 0. 090 0. 044 0. 072

内容生产意愿 0. 119 * 0. 111 ** 0. 194 *** 0. 059 * 0. 067 * 0. 154 ***

内容生产强度 0. 062 0. 043 0. 045 0. 045 0. 042 0. 040

内容生产偏好

　 信息和知识共享 0. 223 *** 0. 094 * 0. 206 *** 0. 046 0. 179 *** 0. 223 ***

　 社交沟通 0. 116 ** 0. 095 * 0. 199 *** 0. 040 0. 223 *** 0. 131 **

　 娱乐消遣 -0. 142 ** -0. 072 * -0. 117 ** -0. 096 * -0. 037 * -0. 119 **

　 自我表达与展示 0. 152 *** 0. 164 * 0. 209 0. 087 0. 179 0. 272 **

　 商务消费 0. 149 0. 045 0. 084 0. 067 0. 137 0. 112 **

　 个体维权与社会参与 0. 114 ** 0. 133 *** 0. 164 0. 027 0. 327 *** 0. 132 **

Adjust R2 总和 0. 239 0. 222 0. 226 0. 107 0. 238 0. 314

　 　 注:a. 表内数字为标准化回归系数,N= 766;b. *p<0. 05,**p<0. 01,***p<0. 001。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将参与式网络传播实践纳入赋权理论及其分析框架之中考察,以期对不同社会经济地位

网民的个体赋权状况做出描述,并经验性考察互联网使用行为与网络内容生产行为对网民个体赋权

产生的可能影响效应。 本研究有以下发现值得讨论:第一,网民个体社会参与层次赋权程度的均值

低于心理赋权和人际交往层次,网民个体自我、人际和社会参与三个层次的赋权程度呈逐层弱化分

布。 社会参与层次赋权程度是评估个体赋权状况的高层次指标,这意味着网民个体在社会公共性事

务的言论和行动参与方面主动性相对较低,也与我国公民的社会参与现状相关研究结论一致。 同

时,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网民的心理赋权程度有显著差异,网民个体自我层次赋权呈现较明显“分层

化”特征。 不同教育程度网民的自我、人际和社会参与层次赋权程度均有显著差异,且三层次赋权结

果因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逐渐上升。 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网民在意识观念、自我能力和社会资源占有

等方面不均衡,可能导致相互之间存在三层次赋权诉求、能力和结果上的差异,表明社会个体赋权依

然受制于社会结构性因素。 这一现象提示我们应关注个体赋权与社会分层间的互动关系,警惕出现

被社会分层所扭曲了的参与。
其二,各类互联网使用需求偏好和信息处理方式对三层次赋权程度的影响力有所不同,不同的

网络内容生产偏好会对三层次赋权产生差异化影响。 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媒介的不同功能和对

·43· 　 2018 年第 3 期



媒介的不同使用方式在建构现实过程中的差异,隐含着对互联网使用不同偏好的社会影响做出正面

或负面评价的可能性。 研究发现,与其他需求偏好不同,从互联网使用到网络内容生产的娱乐偏好

降低了网民三层次个体赋权程度。 这一负面影响效应提示:如果互联网只是消遣玩具而非信息工

具,其提升网民生存与发展能力的效用将难以实现。 在互联网传播赋权进程中,更倚重的是社会个

体的参与式网络传播能力。 在数字与互联网技术为赋权提供了机遇的前提下,社会个体如何形塑和

提高自身网络素养以实现自我赋权是更为关键的问题。 如果网民个体缺乏必要的网络素养,无法具

备以赋权为指向的网络传播参与意向和能力,可能诱发逐渐丧失社会行动力的风险。 网络素养是影

响参与式网络传播行为的动因之一,就个体赋权而言,持续积极地推动网络素养教育任重道远。
同时,网络内容生产行为影响力的回归模型总解释百分比大于互联网使用行为影响的回归模

型,网民网络内容生产行为对三层次个体赋权的影响效应高于互联网使用行为。 这一研究结论从侧

面呼应了参与式发展的理念,参与对网民个体赋权的意义显而易见。 参与式发展理念与赋权理论的

主旨一致,强调发展过程中自下而上的多样性参与,并突出传播在发展过程中的积极作用。 在互联

网营造的表达与行动空间中,信息传播技术仅是个体赋权进程中的外部因素。 寻求个体赋权需要具

有参与意识和能力的社会成员借助互联网技术积极投入参与式发展实践之中。 参与式网络传播行

为与个体赋权的正向互动是赋予社会个体更多的话语权,以更广泛的线上和线下参与优化决策,并
改变他们在赋权进程中的被动角色。 在传播赋权实践中若想提高社会个体的赋权程度,应对社会个

体的参与意识和能力进行一定干预以激发其主动性,让参与充分发挥其社会建构功能。
与以往研究单一考察心理赋权、人际赋权或组织赋权状况不同,本研究运用多个量表对不同社

会经济地位网民的自我、人际和社会参与三层次赋权程度进行了较全面的经验描述。 综合检验了个

体属性、互联网使用行为和网络内容生产行为对网民个体三层次赋权的差异影响,构建了分析参与

式网络传播行为对个体赋权影响的框架,这一框架适于在不同类型的社会群体中加以运用。 本研究

是基于非随机样本截面研究进行的推论,在网民个体三层次赋权测量方面存在待改进之处,仅为深

入探讨互联网传播行为与中国社会公众个体赋权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初步基础。 虽然笔者借鉴了赋

权理论的实践取向,但总体上仍然采取了线性的检验思路。 赋权进程中各因素间作用因具体情景而

异,赋权方式和路径也可能存在差异。 要探寻互联网传播行为与个体赋权之间的复杂互动,需要在

生动的社会实践场景和更广泛的样本群体中加以讨论,以深化和丰富对传播赋权问题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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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ipatory Internet Communication and Individual Empowerment:
A Quantitative Study Based on netizens from Different Social Classes

Deng Qian(Hohai University)

Abstract:In a perspective of empowerment theory,this study presents individual empowerment of neti-
zens from different social classes,explains and examines the effect of participatory Internet communication to-
ward individual empowerment by means of questionnaires respectively designed for the netizens(N = 766) .
The study demonstrates the netizens’ self-empowerment,interpersonal-empowerment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empowerment,the empowerment degrees of the three distribute in a reduced tendency level by level. Also,the
difference between self-empowerment degrees of the netizens in different social classes is remarkable. The in-
tensity of Internet use and UGC intend have positive effect on the individual empowerment of netizens,differ-
ent Internet preference,modes of processing information and Internet content preference have different influ-
ence on the results of empowerment in 3 layers. Participatory Internet communication behaviors have shaped
individual state of empowerment in a certain extent,and the individual empowerment of netizens is still sub-
ject to social structural factors.

Key Words:Internet use;UGC;individual empowerment;social cla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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